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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我国珠三角地区103个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团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研发团队成员知识隐藏行对团队知识存量和新产品开发绩效所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1）产品研发团队成员知识隐藏行为对团队知识深度和相关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团队知识广度影响不大；（2）团队知识广度、深度和相关度对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团队知识深度和相关度在研发人员知识隐藏行为与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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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 of knowledge hiding behavior on knowledge stocks 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on team level based on 103 R&D team of high-tech firm from China's Pearl River Delta as empirical study samp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knowledge hiding by R&D team members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R&D team's depth and similarity of knowledge stocks significantly, but little impact on the breadth of knowledge stocks. (2) R&D team's breath, depth and similarity of knowledge stocks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R&D team's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And (3) R&D team's depth and similarity of knowledge stocks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members' knowledge hiding and teams'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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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新科技领域新产品的开发变得越来越越复杂，所需要到的技术、知识变得越来越多。让人疯狂的苹果iPhone智能手机，令人着迷的法拉利跑车，都是企业经过无数年知识沉淀的技术结晶。Zucker等[1]认为组织知识存量越多，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发绩效就越高。而且多数研究结果也显示，只有当组织知识存量达到一定高度之后，企业才能获得足够的知识，实现新产品开发关键技术的突破，即知识存量与产品创新开发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2-4]。由此可以看出，组织知识存量之于企业研发部门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然而，在探讨知识存量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过程中，不能忽略知识隐藏（Knowledge hiding）这一普遍存在于组织的破坏行为现象[5]。Cerne等[6]认为，知识隐藏是指组织员工向被请教同事故意隐瞒或者保留知识的行为。企业研发团队要高效率地开发出新技术产品，常常需要储备大量的知识，并促进知识在团队中的流通和转化。研发团队员工知识隐藏行为的存在，会大大减缓团队所需知识的存储和流通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对研发团队知识存量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产生负向影响作用，不利于企业在快速变化的竞争环境中迅速推出新产品应对竞争对手、满足消费需求。这是以往研究相对忽略且值得深入挖掘的议题。
因此，本文以我国珠三角地区的103个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团队作为研究对象，对研发团队成员知识隐藏行为、团队知识存量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了解研发人员知识隐藏行为是否及如何对团队知识存量及新产品开发绩效产生影响，为研发团队新产品开发管理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并完善相关理论的研究。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知识隐藏
组织中员工知识隐藏行为现象的研究早在1997年便被Davenport和Prusak[7]等学者所关注，认为员工在分享知识过程中，常常会存在有所保留或分享不充分等现象。随后学者便以“知识分享敌意” [8]、“知识保留（Knowledge withhold）”[9]等概念对这种现象进行定义并展开研究。Connelly等[5]于2012对上述现象进行了全面的归纳和深入的探讨，首次明确并提出了知识隐藏（Knowledge Hiding）概念，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认为知识隐藏是指组织员工在向同事请教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信息（Information）、观点（Ideas）和专业经验（Expertise）等知识的时候，被请教同事往往会出于某种目的而隐瞒（Conceal）或保留（Withhold）知识的行为，并把知识隐藏行为划分为三种类型，包括：装傻隐藏（Playing dumb），指被请教员工假装对所请教问题一无所知而无法帮上忙的行为，带有一定的欺骗性质；推托隐藏（Evasive hiding），指被请求员工为求教同事提供不正确的信息或口头虽答应但拖延不去履行承诺的行为，也有一定的欺骗性质；以及合理隐藏（Rationalized hiding），指被请求者以正当理由（如第三方要求保密、权限不足等）拒绝提供相关知识或信息的行为。过去研究表明，知识隐藏行为在组织的知识管理过程当中危害极大[10-11]。姜荣平、何亦名[12]以及Cerne等[6]的研究指出，知识隐藏会造成（1）员工间失去信任：由于知识隐藏中装傻隐藏和推托因此具有带有一定的欺骗性，长期而言不利于员工之间信任和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容易造成员工之间对信息的恶意竞争；（2）个体创造力下降：员工创造力的持续提升需要源源不断地吸收新知识，而知识隐藏行为的被感知容易造成员工间的互相报复，加剧知识隐瞒现象的产生，最终导致员工创造力的下降；（3）组织绩效下滑：由于知识隐藏行为阻碍员工的知识共享，降低组织知识的流通速度，最终将导致组织生产率和利润率的下降。
2.2 知识存量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源已经成为了左右经济系统发展的重要元素，成为了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13]。Decarolis和Deeds [2]认为，知识资源其实是一个存量（Stocks）的概念。由于知识存量直接反映了组织系统生产知识的能力和潜力，体现了组织系统的竞争能力[14]，因此，为了有效地管理和评估知识存量，学术界对知识存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一是在宏观层面，从知识对经济贡献的角度展开研究。如杨志锋、邹珊刚[15]认为，知识存量是某阶段内一个组织或经济系统对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不断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所形成知识资源的占有总量。并主要通过R&D经济增长贡献法对知识存量价值进行评估[16-17]。二是在微观层面，对企业知识价值进行计价研究。如Bohn [18]从组织拥有知识容量的角度，认为知识存量应当从组织拥有知识的深度（Depth）和广度（Breath）进行测量，并发展出了企业对某知识认知从“完全无知”到“完全认知”的八级知识深度评估模型和企业知识范围（Range）八级广度评估模型；而Prabhu等[19]在此基础上则增加了知识相关度（Similarity）的衡量维度，认为存量知识应当与实际使用需求密切相关。Tzabbar等[4]则从组织拥有知识内容的角度，认为知识存量是具体衡量企业知识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并把知识存量构成内容划分为三种类型：（1）智慧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即企业拥有专利知识产权数量；（2）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即企业拥有明星研发人员数量；以及（3）协作资本（Collaborative capital），即企业能够获得外部知识的研发联盟数量；曹兴、郭志玲[20]则认为知识存量内容构成，应当从以人为载体的知识存量、以物为载体的知识存量、以组织结构为载体的知识存量和以市场为载体的知识存量进行衡量。

2.3 知识隐藏、知识存量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

Connelly等[5]认为，组织员工知识隐藏行为普遍存在，而由于装傻、推托或合理隐藏行为很难被觉察，组织管理者往往对此无可奈何。而一旦被觉察，其所带来的结果往往是造成员工之间相互的不信任（Distrust）和知识隐藏报复（Reciprocated knowledge hiding）[6]。对于研发部门而言，研发成员之间知识隐藏容易导致知识在团队中的流通存在障碍，或至少会导致企业开发产品关键技术的知识获得速度被大大减缓。由于目前开发的高技术产品所需知识都较为庞大，知识存量需求较高，知识隐藏行为以及其可能导致的知识隐藏报复很容易导致研发团队知识存量未能在较短时间内达到新产品开发所需的要求，对团队积累新产品开发所需的知识存量，包括知识的广度、深度和相关度均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基于此，本文拟提出以下假设欲加以验证：

假设1a：研发团队成员知识隐藏行为对团队知识广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假设1b：研发团队成员知识隐藏行为对团队知识深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假设1c：研发团队成员知识隐藏行为对团队知识相关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Decarolis和Deeds [2]认为，知识存量对企业而言就是一种内部资源的运用，当企业拥有知识存量的数量和质量越高，其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就越好。Zucker等[1]也认为企业拥有的知识存量越丰富，其能够在组织内部流动的知识就越多，知识在组织流动的过程中，会逐渐地融合、运用，在提升个人和组织绩效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新的知识，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对研发团队而言，当团队知识存量的广度、深度和相关度足够大时，团队成员所能应用于新产品开发的知识就足够地多，能够快速提升新产品开发的时间效率，节省大量的钱财，并加快成品推出市场的速度，对企业持续稳固并扩大市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此，本文拟提出以下假设欲加以验证：
假设2a：团队知识广度对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2b：团队知识深度对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2c：团队知识相关度对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Connelly等[5]的研究表明，组织员工知识隐藏行为之所以会降低组织的绩效，主要是由于知识隐藏行为妨碍了知识在组织内部的流通，使得组织知识无法被快速、有效地被整合在一起从而产生有效价值。这也就是说，当研发团队知识存量足够大，且能够轻易达到开发新产品关键技术所需知识要求时，研发团队员工知识隐藏行为对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的负面影响将会被大大地削弱。而Reagans和McEvily [21]以及Cerne等[6]的研究也证明，知识隐藏行为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通过知识流通的妨碍而对个人和组织产生负面影响。即研发人员知识隐藏行为对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的负面影响很可能是通过影响团队知识存量来实现的。因此，结合前面的讨论分析，本文拟提出以下假设欲加以验证：
假设3a：团队知识广度在研发人员知识隐藏行为与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

假设3b：团队知识深度在研发人员知识隐藏行为与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

假设3c：团队知识相关度在研发人员知识隐藏行为与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框架

基于前面的研究综述和假设，本文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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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框架

2.2 研究工具
为确保研究工具的效度和信度，本研究在团队知识隐藏行为、知识存量和新产品开发绩效等概念的衡量上，主要采用国外学术文献经常被引用的测量量表，并根据研究目的和部分企业界人士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以作为数据收集的工作。三个概念测量量表均采用likert-5点评分方法进行测量。
本研究衡量团队知识隐藏行为的量表主要参考了Connelly等[5]的研究来设计问卷，包含推托隐藏、装傻隐藏和合理隐藏三个维度共12个题项指标，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93（高于0.7的标准），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团队知识存量的量表主要参考Prabhu等[19] 、Wu和Shanley [22]的研究来设计问卷，包括知识广度、知识深度和知识相关度三个衡量维度，各分别由3个题项指标构成，其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87、0.88、0.86，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量表主要参考Cooper和Kleinschmidt [23]、Sherman等[24]、周健明等[25]的研究来设计问卷，由4个题项指标构成，包含技术、市场、财务和机会窗口等四个方面的绩效，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85，量表信度良好。
而在控制变量方面，Chen等[26]的研究表明，团队领导的背景变量（如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会对团队工作绩效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将领导的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处理。
2.3 研究样本
本文研究数据采集自中国珠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研发团队，问卷调查对象限定于参与企业产品研发的主管和直接下属员工。为避免数据产生严重的同源偏差(common method variance)，本研究采用产品研发团队主管问卷和直属员工问卷分别在不同时段进行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的集。数据收集得到了所在开发区管委会和相关公司人事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本研究先后进行了2次问卷调研，前后间隔6个月：（1）第一次调研（T1）的对象是研发团队主管，调研的内容包括主管的背景信息、团队知识存量以及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通过取得企业人事部门电话联系，然后进行上门调研或问卷邮寄给研发团队主管的方法，共发出调查问卷500份。历时3个月，共回收问卷215份，回收率为43%；其中完整填答者161份，有效回收率为32%。（2）第二次调研（T2）的对象为研发团队主管的直接下属员工，调研的内容为员工知识隐藏行为。通过上门调研或问卷邮寄的方法，对161名完整填答问卷主管的直属员工发放员工问卷，每名主管匹配3-5名直属员工，共发放问卷683份。历时3个月，共回收问卷453份，回收率为66%；其中完整填答者412份，有效回收率60.3%。
通过两次调研问卷的匹配，剔除团队成员少于3人的58个团队，共获得符合匹配的103个团队（包含103名主管和351名团队成员）样本用于假设验证。本研究的样本结构方面，103个团队所属企业有9家计算机硬件生产企业、17家软件企业、21家网络信息企业、24家精密机械企业、4家生物医药企业、20家光电通讯企业以及8家其他产业企业，上述企业团队研发产品均具有技术密集且产品生命周期短的特征，76%的企业为100人以上企业，企业研发费用占营业额5%的最多（达47%）。在这103名研发主管样本中，男性占75%，样本的平均年龄为36.85岁（标准差 =6.27），教育背景方面，大专及以下占5.8%，学士学位拥有者占5.8%，硕士学位占40.8%，博士（后）学位占47.6%。
江明修[27]认为，过低的问卷回收率会影响抽取样本对总体样本的代表性，因此样本回收率应以70%以上为宜。尽管本研究在进行样本抽取过程中，企业研发主管以项目研究繁忙、邮寄不便利等原因使得两次问卷回收率较低（分别为43%和66%），但由于90%的问卷主要通过邮寄的方式进行，符合陶永明[28]认为邮寄问卷的回收率约为30-60%的规律；此外，回收样本行业结构特征和研发主管样本特征符合李志等[29]、路变玲等[30]所描述高新技术企业和研发主管总体特征要求，说明本研究所使用研究样本具有足够的代表性，能够使得本实证研究结果具有普适性。
3 数据分析

3.1 数据汇聚性分析
本研究中，知识隐藏行为变量信息是由成员个体进行评价的，而本文研究的是团队层次变量关系，因此，在操作方面本文需将成员个体评价数据信息汇聚到团队层次上。根据James 等[31]建议和计算方法，本研究对团队层次数据汇聚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并使用ICC和Rwg指标进行衡量。结果显示：知识隐藏行为的ICC1和ICC2分别为0.26 （大于0.05的要求）和0.55（大于0.5的要求）；此外，知识隐藏行为的Rwg为0.94大于0.7的标准，表明本研究数据可以从个体层次向团队层次进行汇集。而以下的假设检验分析均基于团队层次进行。

3.2 变量间区分效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使用AMOS 17.0对“知识隐藏”、“知识广度”、“知识深度”、“知识相关度”和“新产品开发绩效”等关键变量的区分效度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CFA）。表1结果显示，在五因子模型、四因子模型和单因子模型之间对比中，五因子模型吻合结果最好：χ2(265) = 384.843, p < 0.01; RMSEA = 0.067, TLI = 0.925, CFI = 0.934，显著性地优于其它四因子模型和单因子模型的拟合优度，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1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RMSEA
	TLI
	CFI

	五因子模型
	384.843
	265
	0.067
	0.925
	0.934

	四因子模型a
	554.404
	269
	0.102
	0.825
	0.843

	四因子模型b
	567.269
	269
	0.104
	0.817
	0.836

	四因子模型c
	552.386
	269
	0.102
	0.826
	0.844

	四因子模型d
	500.981
	269
	0.092
	0.858
	0.872

	四因子模型e
	483.755
	269
	0.088
	0.868
	0.882

	四因子模型f
	502.878
	269
	0.92
	0.856
	0.871

	单因子模型g
	1047.572
	275
	0.166
	0.536
	0.575


注：n=103，** p < 0.01，* p < 0.05 
a 将知识隐藏行为和知识广度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
b 将知识隐藏行为和知识深度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
c 将知识隐藏行为和知识相关度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
d 将知识广度和新产品开发绩效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
e 将知识深度和新产品开发绩效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
f 将知识相关度和新产品开发绩效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
g将所有项目归属于同一个潜在因子
3.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对各变量的均值、方差和相关系数进行了总结。表2统计数据显示，知识隐藏行为与知识深度（r =-0.24, p < 0 .05）、知识相关度（r = -0.21, p < 0 .05）及新产品开发绩效（r =-0.25, p < 0 .01）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知识广度（r = 0.41, p < 0 .01）、知识深度（r = 0.44, p < 0 .01）及知识相关度（r = 0.47, p < 0 .01）均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研发人员知识隐藏行为与研发团队领导的年龄（r = 0）、性别（r = -0.05）以及教育程度（r =-0.14）均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表明知识隐藏行为在不同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的领导和团队中差异不大。

表2 各主要变量的均值、方差和相关关系 
	变   量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 主管年龄
	36.85
	6.27
	1.00
	
	
	
	
	
	
	

	2. 主管性别a
	0.25
	0.44
	0.08
	1.00
	
	
	
	
	
	

	3. 主管教育程度b
	3.30
	0.83
	0.26**
	0.03
	1.00
	
	
	
	
	

	4. 知识隐藏行为
	2.56
	0.49
	0.00
	-0.05
	-0.14
	1.00
	
	
	
	

	5. 知识广度
	3.54
	0.66
	0.04
	-0.07
	0.01
	-0.17
	1.00
	
	
	

	6. 知识深度
	3.49
	0.63
	-0.02
	0.08
	0.00
	-0.24*
	0.39**
	1.00
	
	

	7. 知识相关度
	3.69
	0.64
	0.01
	0.15
	-0.06
	-0.21*
	0.40**
	0.40**
	1.00
	

	8. 新产品开发绩效
	3.45
	0.72
	0.19
	-0.08
	-0.12
	-0.25*
	0.41**
	0.44**
	0.47**
	1.00


注：n=103，** p < 0.01，* p < 0.05 
a 性别：（0）男；（1）女；b 教育程度：（1）大专及以下；（2）本科；（3）硕士；（4）博士（后）
3.4 假设验证
对本研究假设的验证，主要采用层级回归方法（Hierarchical Regression）进行。
假设1a、假设1b和假设1c提出研发团队成员知识隐藏行为对团队知识广度、知识深度和知识相关度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2a、假设2b和假设2c提出团队知识广度、知识深度和知识相关度均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3中的模型2、模型4和模型6结果可以看出，研发团队成员知识隐藏行为对团队的知识深度（M4, β = -0.25，p <0.05）和知识相关度（M6, β = -0.22，p <0.05）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团队的知识广度（M2, β = -0.18，p >0.05）则没有影响，因此，假设1b和假设1c得到了数据的支持，而假设1a则不成立；而从表3中的模型9结果可以看出，研发团队的知识广度（M9, β = 0.16，p <0.05）、知识深度（M9, β = 0.27，p <0.01）和知识相关度（M9, β = 0.30，p <0.01）对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了假设2a、假设2b和假设2c。
表3 假设检验结果
	
	知识广度
	知识深度
	知识相关度
	新产品开发绩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控制变量
	
	
	
	
	
	
	
	
	
	

	 主管年龄
	0.05
	0.06
	-0.02 
	-0.01 
	0.02
	0.03
	0.24*
	0.25*
	0.23**
	0.24**

	 主管性别
	-0.07
	-0.08
	0.08
	0.07
	0.15
	0.14
	-0.09 
	-0.11 
	-0.15 
	-0.15 

	 主管教育程度
	0.00
	-0.03
	-0.00 
	-0.04
	-0.08
	-0.11
	-0.18 
	-0.22*
	-0.15 
	-0.18*

	自变量
	
	
	
	
	
	
	
	
	
	

	 知识隐藏行为
	
	-0.18
	
	-0.25*
	
	-0.22*
	
	-0.29**
	
	-0.14 

	中介变量
	
	
	
	
	
	
	
	
	
	

	 知识广度
	
	
	
	
	
	
	
	
	0.16*
	0.16*

	 知识深度
	
	
	
	
	
	
	
	
	0.27**
	0.25**

	知识相关度
	
	
	
	
	
	
	
	
	0.30**
	0.28**

	R2
	0.01
	0.04
	0.01
	0.07
	0.03
	0.07
	0.07
	0.15
	0.40
	0.42

	△R2
	0.01
	0.03
	0.01
	0.06
	0.03
	0.04
	0.07
	0.08
	0.25
	0.27

	F值
	0.23
	0.96
	0.22
	2.71*
	0.97
	2.94*
	2.60
	4.47**
	10.69**
	9.74**


注：n =103; ** p < 0.01，* p < 0.05
关于团队知识存量的中介效应验证，根据Baron和Kenny [32]建议，中介效应满足条件包括：（1）自变量分别对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均有显著影响；（2）中介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以及（3）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代入回归方程解释因变量时，中介变量效应显著而自变量效应减弱或消失。从表3中的模型8可以看出，研发团队成员知识隐藏行为对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M8, β =-0.29，p <0.01）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当中介变量团队知识广度、知识深度和知识相关度加入回归方程后，知识隐藏行为对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M10, β =-0.14，p >0.05）的影响系数明显被削弱且变为不显著。而且，模型9数据显示研发团队的知识广度（M9, β = 0.16，p <0.05）、知识深度（M9, β = 0.27，p <0.01）和知识相关度（M9, β = 0.30，p <0.01）对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综合上面假设1a-2c的结果可知，团队知识深度和知识相关度在研发人员知识隐藏行为与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假设3b和假设3c得到数据上的支持；而团队知识广度则没能在研发人员知识隐藏行为与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假设3a不获支持。
尽管Baron和Kenny [32]的中介效应检验标准被广泛运用，然而却有着中介效应显著性无法被检验的缺点。为此，本文进一步运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分析[33]。分析结果表明，团队知识广度、知识深度和知识相关度中介效应大小分别为-0.094、-0.144和-0.131，其所处的95%置信区间分别为[-0.27，0.02]、[-0.41，-0.01]、[-0.31，-0.01]。其中，知识深度和知识相关度置信区间没有包括零，而知识广度置信区间则包括零。因此，团队知识深度和知识相关度的中介效应显著，假设3b和假设3c得到了数据的进一步支持。

4 结论与管理启示

本文通过文献探讨构建了研发团队成员知识隐藏行为对团队知识存量和新产品开发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并选择中国珠三角地区103个高新科技企业产品研发团队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产品研发团队成员知识隐藏行为对团队知识存量的深度和相关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团队知识存量的广度影响不大；（2）团队知识存量的广度、深度和相关度对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团队知识存量的深度和相关度在研发人员知识隐藏行为与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本文研究结果对企业研发团队知识隐藏行为、知识存量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都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本研究证实了研发团队成员知识隐藏行为是一个具有显著预测力的变量，它会显著性地降低团队开发新产品所需知识存量中的知识深度和知识相关度，使得团队无法或需较长时间完成新产品开发所需知识的收集和存储，降低了团队吸收和转化知识的效率，对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也就是说，尽管研发人员知识隐藏行为可能会对个人带来强化个人团队地位、增加个人工作绩效等好处[5]，但是对整个团队而言，它是一种较为恶劣的负面行为。因此，组织应当制定相应政策促使研发人员放弃知识隐藏行为，从而毫无保留地与团队其他成员分享其所具有的独特隐性知识，对团队知识分享与贡献活跃分子进行制度褒奖；其次，应当大力进行知识隐藏行为的危害宣传，帮助团队成员意识到知识隐藏对拖慢团队新产品开发进度和效率对团队及个人所造成损害（如职涯声誉、部门绩效奖金等）；最终，通过制度的规范、团队领导的示范作用和个人意识的提高，逐渐使知识分享规范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而企业文化建设也已被证实为组织知识分享的重要手段之一[34]。
其次，本研究证实团队知识存量中的广度、深度和相关度对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作用，而其中又以团度知识相关度（β = 0.30，p <0.01）最为重要，而团队知识深度和广度则次之。因此，企业研发团队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新产品开发的任务，则需要对团队知识的收集和储备遵循以下顺序原则：首先，应当大量收集与新产品开发相关的知识，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在瀚海的知识海洋中找到“有用”的知识；其次，在完成找准相关知识储备的同时，接着要对相关知识进行梳理和深度收集，使得新产品开发所需理论和实践知识在广度和深度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实现目的的要求；最后，扩大新产品开发所需知识的广度，因为有时候一些看似不相干的知识很有可能在多学科交叉和联想的过程中，创造发出意想不到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对新产品开发的绩效具有催化作用。
最后，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团队知识深度和相关度在研发人员知识隐藏行为与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且两者的中介作用大致相同（分别为-0.144和-0.131）。这一研究结果揭开了知识隐藏行为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黑箱”，表明知识隐藏行为是通过负面影响团队知识存量中的知识深度和相关度进而影响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具体而言，研发团队成员由于个人目的产生知识隐藏行为，会使得原先能快速获得的知识在团队内发生延迟或不发生流动，从而造成团队开发新产品所需的知识存量在深度和相关度上都达不到新产品开发的要求，从而对新产品开发的效率产生负面影响，而这对企业面对新产品迭出的市场时，很容易丢掉已有市场份额。而该结论对我们全面而深入地认识知识隐藏行为的负面作用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高新科技企业要想快速开发出所需的产品应对市场竞争对手的阻击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则必须建立有效的研发团队管理机制和高效的团队运作模式，以保障研发团队成员能够毫无顾忌地分享隐性知识，推动知识在团队内部快速的流转、吸收和消化，从而快速使团队知识存量在广度、深度和相关度上都达到新产品开发的要求。 
此外，除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外，知识隐藏行为还可能会对其它团队后果变量如团队创新能力、团队知识沟通文化、团队满意度等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建议未来可进一步对上述团队后果变量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以揭示知识隐藏行为对研发团队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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